
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

印度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转型的困境
———以泰米尔纳德邦为例

宋丽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印度是一个传统厚重的国家，其现代化进程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启动的，属于外源性现代化。
因此，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同于原发性现代化国家的渐进转化与融合推进，而是在外

力压迫下的被动卷入。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间短，社会要素之间关系的构建不是源于自然演

进，从而导致政治动员的无序状态，语言、种姓、宗教等社会问题在政治集团争夺拉扯之下无法找到

解决的途径，影响社会转型和民族国家的团结。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实施曼达尔报告引发的种姓冲

突和印度人民党宗教政治活动引发的教派冲突与宗教热情，使传统要素在印度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

作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我国学术界对印度现代化模式的研究侧重联邦层面，联邦层面的研究可以

宏观把握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但要深入了解现代化过程中各社会要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

系，地方研究无疑也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实际上，地方层面的现代化过程既是整体的组成部分，也

体现了地方的特殊性。本文尝试从近代以来泰米尔纳德邦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反婆罗门运动和语言

运动的角度，考察印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泰米尔纳德邦是印度泰米尔人的故乡，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泰米尔纳德邦原名马德拉

斯，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三大管区之一，现代化启动较早。近代以来，泰米尔纳德邦的社会转型经

历了德拉维达身份构建、反婆罗门运动、语言运动、宗教复兴等几个发展阶段。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

授纳伦德拉·苏伯拉曼尼将泰米尔纳德邦作为成功消除传统种姓和宗教冲突、实现社会冲突管控的

范例。他高度肯定德拉维达政党的民粹主义政治在消除种族冲突、促进民主多元化中的积极作用。
在他看来，德拉维达政党将政治动员的重点从维持种族边界转移到重新重视平民文化，在阻止集团

政治发展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① 事实真的如此吗? 本文从泰米尔纳德邦现代社会转型的发展历

程探索深受种姓、宗教困扰的印度现代化进程的特点和困境。

一、泰米尔社会改革的历史背景

印度古典著作的内容以宗教思想和宗教体系为主，历史编撰意识淡薄，鲜有史学著作问世。英

国殖民者来到印度后，出于统治的需要，加强对印度本土历史文化的挖掘与整理。他们构建的印度

历史发展体系②成为印度历史研究的起点。为了制造次大陆文明体系之间的对立，殖民者将印度次

大陆分割成多个文明体，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印度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立。在南方，殖民者则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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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endra Subramanian，Ethnicity and Populist Mobilization: Political Parties，Citizens and Democracy in South Ind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 10，31．
这些史学家将印度历史划分为印度教、伊斯兰教和英国统治三个时期，著名的帝国史学家米勒( James Miller，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3 Vols. ，Baldwin，Cradock and Joy Publisher，1817 ) 和桑顿 ( Edward Thornton，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India，Wm
H. Allen and Co Books，1859) 都持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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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挖掘本土泰米尔文明的原创性，构建南方泰米尔文明与北方雅利安文明的对立。
最早整理泰米尔本地文化传统的是欧洲传教士，他们随着英国殖民者来到印度，面临如何将基

督教与本土文化和社会结合的问题。基督教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两派: 正统派主张严格遵守基督

教的教义、教规和仪式; 改革派则主张传教活动与当地文化结合。显然，后者更易于融入本土社会，

也正是这批改革派传教士按照西方的学术规范和概念体系整理了南印度的语言和文学遗产。在这

些改革派教士中，较早来到印度的是耶稣会传教士迪诺比利( Roberto Di Nobili) 。他于 1605 年来到

印度后，按照当地的习俗生活，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在与民众的接触中，他学会了泰米尔语和梵语，

并用泰米尔语撰写了神学概论性质的《精神教义》。康斯坦蒂斯·贝斯奇( Constantius Beschi) 是第

一个对传统泰米尔语书面语和口语进行区分的欧洲学者。他的巨著《不褪色的花环》( Thembavani)
至今仍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泰米尔语作品之一。①

罗伯特·考德威尔( Robert Caldwell) 是将泰米尔文化问题转变为种族和政治问题的关键人物。
他是苏格兰福音派传教士，1875 年出版了专门研究德拉维达语系的学术专著《德拉维达语或南印度

语族语法比较》，该专著在着意强调南方德拉维达语系的独特性之外，还特意指出南方与北方在语言

以及种族文化上的对立。② 他认为，梵语是使用人数众多、影响力大且受人尊重的祭司的语言，但南

方德拉维达语在两千多年反对梵语的斗争中一直顽强地坚守阵地，相信它能成功击退任何语言的进

攻。③ 除了语言外，他还运用种族主义话语体系，指出南方有共同的对抗北方殖民的种族遗产。他引

用《摩奴法典》中的相关内容支持自己的主张，称南印度的达罗毗荼人是被婆罗门降格为首陀罗

的。④ 这种以西方的种族概念研究印度语言文化的方法，忽视了印度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民族特性，

对后来印度政治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印度南部知识分子开始逐步构建泰米尔文明的伟大历史。他们采取的方法

不同，其中比较富裕的中上种姓集团为了同婆罗门争夺政治社会地位，力主消除婆罗门教和梵文在

泰米尔语中的影响，重返雅利安时代之前的泰米尔文化时代。有人则从纯粹的文化角度出发，聚焦

于对桑伽姆时期⑤及其后的文化和文学作品的整理、编辑与出版，以重新确立古泰米尔文明的地位。
知识分子对古代语言和文献的整理促进了泰米尔文化的复兴，但他们的出发点建立在与婆罗门集团

争夺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缺乏与民众的对接。对于民众来说，生存和种姓歧视比纯粹的泰米尔文化

更为重要。所以，泰米尔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没有社会运动那样轰轰烈烈，但它也为后来的反婆罗

门运动和社会运动做了历史铺垫。

二、反对婆罗门权力垄断的泰米尔纯粹主义运动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现代化发展提供的畅通的交流系统、城市化和社会流动，冲击了传统的社会

分工和严密的种姓制度。英国殖民者最初是以“文明开化者”的形象出现，在印度推行平等观念，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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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ene F. Irschick，Politic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South Ind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p. 276 － 277．
德拉维达语系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安德拉语、玛拉雅拉姆语，泰米尔语是其中最重要的语言。参见 Robert Caldwell，A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Dravidian or South Indian Family of Languages，London，1875，pp. 1 － 2。
Robert Caldwell，A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Dravidian or South Indian Family of Languages，p. 3．
Robert Caldwell，A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Dravidian or South Indian Family of Languages，pp. 5 － 6．
关于桑伽姆时期文学发展的概况，参见季羡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0—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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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刹蒂利等传统野蛮习俗，松动了传统的种姓社会。与此同时，印度民族主义力量也从资产阶级启

蒙的角度展开对种姓制度的批判，尤其是针对贱民与其他落后种姓的压迫和剥削。在这样的历史背

景下，经济条件改善的中上种姓对婆罗门种姓的霸权提出挑战，这是泰米尔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

的一个重要标志，传统受压迫的下层民众挑战至高种姓婆罗门的垄断地位。
婆罗门集团对泰米尔地方政治的垄断和至高社会地位是引起种姓对抗的根本原因。英国殖民

者没有也不打算打破传统等级社会结构，因此，婆罗门的统治地位没有受到政权变迁的影响，他们几

乎垄断了公共领域的所有高级职位。根据桑塔拉林戈姆的研究，19 世纪在马德拉斯从事行政管理的

印度人基本属于婆罗门种姓。根据 1886 年的数据，马德拉斯月薪超过 10 卢比的工作职位 42% 属于

婆罗门。① 根据 1912 年马德拉斯政府的数据，在政府高级职位中，副行政官婆罗门占 55%，地区法

官婆罗门占 83. 3%，基层法官婆罗门占 72. 6%。在教育领域，马德拉斯大学入学学生和获得人文学

士学位的人中，婆罗门占 67%—71%。②

除了垄断大部分的公职外，梵语作为印度宗教经典的表达语言也受到婆罗门的推崇和广泛传

播。他们声称梵语是印度语言的根源，泰米尔语和泰米尔文学都是梵语和梵语文学的衍生。马德拉

斯基督教学院的克里希那斯瓦米·艾亚尔( Krishnaswamy Aiyar) 宣称:“梵语是包括泰米尔语在内的

所有印度文学的母语，所谓的泰米尔语文学作品实际上要归功于梵语文学的构思。”③马德拉斯大学

的婆罗门通过将泰米尔语定义为土著语言、梵语为古典语言的方式建立梵语的至高地位，要求将梵

语列为学校的必修课。通过这样的方式，婆罗门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继续巩固自己在教育和社会领域

的领导权。
通过将前现代社会中种姓和宗教结合行使的霸权与殖民统治下构建的新权威结合的方式，婆罗

门种姓控制了公共政治领域和文化教育领域，他们对公民社会的控制不是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而减

弱，而是在加强。由于新体制的建立与传统的妥协，婆罗门作为一个集团既保持了排他性，又保证了

集团利益不受新发展体制的影响。这种以梵语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必然与泰米尔地方精英提升社会

地位的主张产生矛盾和冲突。
随着现代政治理念和社会平等观念的传播，其他非婆罗门种姓对婆罗门的等级霸权提出挑战。

1878 年，穆特斯瓦米·耶尔( Muthuswamy Iyer) 任命事件拉开了低等种姓抗争运动的序幕。当年，穆

特斯瓦米·耶尔侯任马德拉斯高等法院法官，照理说，印度人升任高等法院法官，印度民众应该感到

自豪，但在种姓冲突情绪的支配下，低等种姓对耶尔的任职资格提出种种质疑。一名自称“德拉维达

通讯员”的作者在 1878 年 9 月 5 日的《马德拉斯邮报》( Madras Mail) 发文称，婆罗门“是所有种姓中

最不适合与民众打交道的……因为他们自认为神，而其他人都是野蛮人( Milechas) ”。④ 耶尔事件表

明当时种姓关系的紧张，低等种姓反对高等种姓的斗争已箭在弦上。
20 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开展、现代社会理念的传播以及低等种姓经济状况的改善，

低等种姓开始以规模化的社会运动的方式挑战婆罗门在政治和社会上的特权，这就是泰米尔纯粹主

义运动( Tani Tamil Iyakkam) 。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来自维拉拉( Vellala) 种姓，维拉拉是泰米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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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R. Suntharalingam，Politics and Nationalist Awakening in South India，1852 － 1891，Rawat Publications，1980，p. 123．
N. Ram，“Dravidian Movement in Its Pre-Independence Phase”，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 14，No. 7 /8，1979，p. 384．
V. Krishnaswamy Aiyar，“Some Thoughts on Sanskrit Literature”，Indian Review，April 1910，p. 251. http: / /www. southasiaarchive. com /
Content / sarf. 120024 /205358 /002［2022 － 10 － 08］
R. Suntharalingam，Politics and Nationalist Awakening in South India，1852 － 1891，p.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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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主要的农业种姓，包含多个亚种姓，其中比较富裕的部分构成了开展泰米尔纯粹主义运动的主

体。他们采取重构泰米尔文明发展体系的方式，挑战婆罗门主导的传统权力等级结构。
维拉拉种姓构建的泰米尔文明发展体系是以维拉拉种姓为中心的农业文明发展史。在这一史

学体系中，从事农业的维拉拉种姓来到了南方这片蛮荒之地，给泰米尔地区的原始居民带来了农业

文明，引导他们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即湿婆悉檀多( Saiva-Siddhanta) 阶段。在泰米尔文明处于较高

的农业文明发展阶段时，雅利安人依旧生活在游牧阶段。他们知道武力无法征服发展程度较高的泰

米尔文明，于是以宗教为手段，骗取了泰米尔贵族和商人的信任，并将刹帝利和吠舍种姓的名分赐予

他们。这样，泰米尔本地人沦为低等种姓。通过这样的历史构建方式，维拉拉种姓解释了发展程度

较低的文明能够征服较高文明的历史悖论; 同时，也推翻了种姓制度合法性的基础，从历史根源上否

定了雅利安文明的历史地位和在泰米尔地区发展的正当性，否定了婆罗门在南印度历史发展中的作

用和社会地位。
泰米尔纯粹主义运动是一场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否定婆罗门构建的社会等级制度、确立维拉

拉集团领导地位的社会运动。从本质上说，这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对政治统治权和社会控制权的争

夺。值得一提的是，维拉拉集团推翻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方式与婆罗门集团建立社会等级制度的方

式没有差别，只是将宗教标准变成了经济标准。至于其他低于维拉拉集团的非婆罗门集团，由于他

们在经济发展程度上还没有达到能够撼动维拉拉集团或者其他高等种姓地位的程度，所以他们只能

处于从属地位。

三、自尊运动的民粹主义社会动员

泰米尔纯粹主义运动是维拉拉种姓领导的社会富裕阶层挑战婆罗门垄断权力的斗争，这一运动

在维拉拉集团内部引起共鸣，但对社会大众的吸引力有限。他们的目的也不在于唤起大众对传统社

会秩序的反抗，而只关注建立维拉拉种姓的霸权地位，因而难以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这时，拉马斯

瓦米①领导的自尊运动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进入公共领域，将泰米尔纯粹主义运动推向大众政治发展

阶段。
自尊运动是一场针对种姓政治和宗教政治的民粹主义运动。自尊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拉马斯瓦

米构建了自己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体系。他认为，理性是第一位的; 历史发展的唯一衡量标准是

理性，理性是不断发展的，因而历史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 新的认识不断打破过去的知识体

系，人类的认识也在这个过程中走向更高阶段。他对僵化的思维充满了不屑，“学者们通过死记硬背

荒谬的往世书文学作品以及经不起理性逻辑和理性思维检验的经典来理解世间万物。”②他抨击宗

教思想对人的毒害，认为宗教妨碍了人的主动性的发挥，“有些人把世事与神联系起来。但是，我们

不明白为什么把所有世俗的罪恶都要归咎于上帝。难道说人类没有能力和智慧来克服这些罪恶

吗?”他强调人类的自主性，运用人类的智慧对付恶势力，创造美好的社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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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拉马斯瓦米的全名是拉马斯瓦米·奈克( E. V. Ramasamy Naicker) ，也被称为 Periya，即受尊敬的人。他最初追随甘地和国民大

会党( 下面简称“国大党”) ，后来退出国大党。1929—1932 年，他在世界各地游览考察，1932 年 11 月回到印度后，政治思想发生

很大的改变。他反对通过种姓划分进行社会歧视的观念，宣布不再使用名字后面表示种姓的奈克。
Thanthai Periyar and E. V. Ramasamy，The World to Come，trans. A. S. Venu，The Periyar Self-Respect Propaganda Institution，2012，p. 5．
Thanthai Periyar and E. V. Ramasamy，The World to Come，pp. 8，15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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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马斯瓦米关注社会问题，为广大的弱势群体发声，他将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归咎于印度教宗

教体系，称印度教的种姓之法将工人降格为首陀罗，以使他们接受被奴役的地位。他也谴责对妇女

的歧视和压迫，他说:“印度教宗教思想的意图无非是使女性成为男人的奴隶。”①这是拉马斯瓦米不

同于维拉拉种姓的过人之处，他不仅看到了维拉拉种姓关注的婆罗门问题，而且注意到社会阶级关

系、关注妇女问题，这样的认识打破了印度教经过几千年的宗教律法和社会构建而形成的社会结构

和政治关系。换句话说，自尊运动是要通过打破传统社会身份束缚的方式实现现代社会转型问题，

解决长期以来无人提及的下层民众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在拉马斯瓦米的领导下，自尊运动突破了维拉拉集团的斗争路线，通过赋权广大下层民众，扩大

了政治对抗的范围和社会动员的广度。自尊运动强调人的主动性，不能依靠上层的施舍，而要通过

积极的历史干预，让历史上受压迫的下层民众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自尊。自尊运动发出这样

的呐喊:“老鼠能够通过猫的努力获得自由? 绵羊和禽类能依靠狐狸得到自由? 印度的财富会因为

英国人而增加? 非婆罗门会因为婆罗门的努力而获得平等? 如果我们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就能

够领悟到真理。”②在自尊运动那里，社会对立不再是简单的婆罗门与非婆罗门的二元对抗，而是复

杂的多重从属关系。例如，首陀罗男性相对于婆罗门而言是被压迫者，但相对于比他地位更低的贱

民和妇女而言，他又是压迫者。这样的认识使自尊运动摆脱了集团政治的恶性循环，打破了围绕宗

教、种姓和语言的简单二元划分，将下层民众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从而将泰米尔

社会运动推向大众民主主义政治阶段。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拉马斯瓦米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要在社会动员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

才有可能实现，但在宗教氛围浓重的印度来说，这样的看法显然过于激进，难以被社会大众接受和理

解。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席卷全国，泰米尔地方运动被纳入全国政治体系中，通用语言问题成为泰米

尔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议题，泰米尔地方民族性围绕语言问题进行了重构。

四、地方语言民族主义运动下的社会改革思潮的倒退

在地方反婆罗门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通用语言问题所引发的地方与全国民族解放运动的

矛盾使泰米尔问题演变为多民族国家的整合问题，并在独立后成为中央与地方博弈的一个重要

领域。
20 世纪 30 年代，教派冲突是影响民族团结的主要因素。为了遏制教派主义的影响范围，增进社

会集团之间的团结，民族运动领导人试图通过推行国语增强民族凝聚力。在选择何种语言为国语的

问题上，国大党内部存在很大争议。以甘地和尼赫鲁为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者认为，包含印地语和

乌尔都语的印度斯坦语是国语的最佳选择，但印地语极端力量和乌尔都语极端力量提出不同的意

见，两者中又以印地语极端力量的影响为大。因为印度北方笼罩着教派冲突的阴影，尼赫鲁等民族

主义力量试图将推广印度斯坦语的工作中心放在南方，让南印度的学生接触更多的北印度语言知

识，架起南北沟通的桥梁，以南方的案例作为示范在全印推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拉贾戈帕拉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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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Thanthai Periyar and E. V. Ramasamy，Why Were Women Enslaved，trans. Meena Kandasamy，The Periyar Self-Respect Propaganda
Institution，2007，p. 63．
Thanthai Periyar and E. V. Ramasamy，Why Were Women Enslaved，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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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领导的马德拉斯省( 印度独立实行土邦归并后，该省改称马德拉斯邦) 就成为民族主义力量践行国

语政策的实验场地。
1937 年上台执政的国大党拉贾戈帕拉恰里政府于 1938 年 4 月发布正式命令，将印地语作为 125

所中学的必修课程。泰米尔人强烈反对在马德拉斯省引入国语，尤其反对将印地语作为学校必修

课。他们反对印地语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反对婆罗门的经济政治垄断地位相关。泰米尔语知识分子

认为，婆罗门凭借对梵语的掌握一直在泰米尔社会占统治地位，如果强行推行印地语，婆罗门会因为

对印地语的优势而重新确立他们在公共和社会领域的霸权。他们甚至认为，引入印地语是婆罗门试

图控制非婆罗门而采取的暗度陈仓的方法。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印地语不是像希腊

语、拉丁语甚至梵语一类的古典语言，也不是印度南方普遍使用的语言，如果强制推行印地语会对泰

米尔语和泰米尔文化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面对泰米尔地方集团对将印地语作为必修课的担忧，拉贾戈帕拉恰里没有采取疏导的方式，

而是以暴力镇压的手段应对，从而使抗议运动转变为骚乱。在反抗印地语的斗争中，泰米尔地方

民族主义力量从早期泰米尔知识分子那里汲取泰米尔传统文化要素，抗议强制推行北方印地语

文化。
这次政治行动以泰米尔文化与印地语文化为限定的边界，而与此利益冲突相关的社会群体范围

主要局限于中上阶级，广大民众并没有广泛参与。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次运动标志着泰米尔地方运

动从打破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大众运动向维护泰米尔本地利益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运动的

领导权重新回到了地方的中上阶层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1937 年的反印地语骚动及随后的发展表

明，泰米尔的社会转型已经从大众动员的立场上倒退。
印度独立后，德拉维达进步联盟①继续坚持泰米尔文化动员的道路，拒绝参与印度大选，而是专

注加强以泰米尔语为核心的地方认同。德拉维达进步联盟的党员们穿着传统服饰，深入社区，宣传

泰米尔语的历史发展和成就，努力构建泰米尔社群意识。在演讲和宣传中，他们声情并茂地叙述泰

米尔社会及人民的苦难，带领他们重温古代泰米尔人与希腊罗马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史，以诚

挚的感情回顾南印度古老帝国的光荣历史，以此引起他们的共鸣。20 世纪 50 年代，印度以语言为基

础重组行政单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政治格局。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德拉维达进

步联盟认识到参加议会选举、表达政治诉求、进行社会动员的必要性。20 世纪 60 年代，它利用通用

语言的矛盾取代了国大党在马德拉斯邦的执政权。
1964 年尼赫鲁去世后，印度教极端力量改变了他奉行的温和战略，内政部部长南达宣布 1965 年

1 月 26 日共和国日，印地语将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英语保留辅助语言地位，中央和非印地语邦之间

的交流允许继续使用英语，但必须附有印地语的翻译。中央的立场违背了尼赫鲁在 1963 年所做的

承诺，引起了非印地语地区的抗议。在德拉维达进步联盟的领导下，泰米尔纳德邦开展了大规模的

地方语言运动，最终中央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
在反对印地语的语言斗争中，具有文化属性的语言作为行政区划的标准，与地方身份界定、政治

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被异化为意识形态的象征，从而成为破坏民族国家整合的导火索。从近现代

印度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语言集团与教派集团一样，都是传统社会要素的现代政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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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49 年，安纳杜赖及其约 2 /3 的追随者从拉马斯瓦米领导的德拉维达联盟中分离出来，另组德拉维达进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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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语言冲突问题导致马德拉斯邦政治格局的变化，也对泰米尔地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1967 年选举，德拉维达进步联盟获得执政权。在执政初期，它依然坚持地方自治立场，但在印度地

方政治进入联合时代后，德拉维达进步联盟逐步改变政治立场，采取结盟战略。1971 年邦议会选

举，它与英·甘地领导的国大党 ( 执政派) 结盟。1972 年，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分裂，拉马钱德拉

( Ramachandran) 建立了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此后，地方两大政党交替执掌地方政权，机会主义

政治盛行。
在机会主义政治盛行的联合政治时代，赢得地方执政权是泰米尔地方政党的唯一政治目的，文

化民族主义是它们手中最有力的政治武器，早期德拉维达运动反抗高等种姓压迫的斗争传统不再是

地方政党社会动员的重点。文化民族主义虽然是实现政治动员的工具，但泛文化认同无法解决泰米

尔社会一直存在的种姓和宗教矛盾。

五、种姓和宗教政治的复兴

从最初的反婆罗门集团政治动员，到后来拉马斯瓦米的民粹主义政治动员，德拉维达运动在促

进社会平等、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语言运动开始，泰米尔社会转

型开始退步，表现在参与议会民主政治后，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在社会改革议程上的主张越来越少，以

此为中心的政治行动也屈指可数，机会主义政治大行其道。在印度政治进入联合时代以来，泰米尔

纳德邦深受影响，政治计算代替了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构建，议会选举“充满了不确定性、模糊和复

杂性”，①教派政党与世俗政党、种姓政党与教派政党、世俗政党与种姓政党之间都可以结盟。例如，

1999 年，继承了德拉维达运动的理性、世俗和社会激进传统的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在联邦政治中选择

与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结成联盟。2021 年泰米尔纳德邦立法会议选举中组建的世

俗进步联盟同样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包括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印共、印共( 马) 、印度联邦穆斯林联盟、
全印前进集团等多个教派政党、种姓政党、世俗政党、左翼政党。与德拉维达进步联盟竞争的安纳德

拉维达进步联盟构建的世俗阵线包括劳动者党、泰米尔邦国大党和国大党等盟友，也是世俗政党与

教派和种姓政党的结盟。政党联合既没有原则，也没有理念，在政党的纲领中已经找不到社会变革

的蓝图和建设性的议程。
印度教民族主义社会思潮的复兴是对泰米尔平民动员所建立的社会改革传统的致命打击。

教派政治的复兴始于 1981 年南部密奈克什普拉姆村的贱民改宗伊斯兰教。改宗事件在印度教阵

营引发震动，印度教徒阵线②等极端组织开始活跃在该邦。苏伯拉曼尼等诸多学者都关注到这一

现象，但鉴于泰米尔纳德邦在近代以来社会改革方面的发展，他们普遍认为德拉维达思想体系可

以“抑制印度教复兴主义的发展”。③ 在他们看来，印度人民党及其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在

南印度影响有限。实际上，德拉维达进步联盟的话语体系是建立在身份认同基础上的，既然存在

种姓身份认同、泰米尔身份认同，那么印度教身份认同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印度教集团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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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M. T.，“Parade of Ex-friends and Ex-enemies”，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 36，No. 13，2001，p. 1064．
印度教徒阵线( the Hindu Munnani) 是一个旨在保护印度教徒和印度教寺庙免受无神论者和其他宗教组织侵害的党派。印度教

徒阵线的基地是泰米尔纳德邦，由国民志愿团的拉马戈帕兰( Ramagopalan) 于 1980 年创立。印度教徒阵线的意识形态是防止教

徒改宗，让印度教徒了解印度教的辉煌。
Narendra Subramanian，Ethnicity and Populist Mobilization: Political Parties，Citizens and Democracy in South India，p. 316．



史学理论研究 2022 年第 6 期

与诸如种姓、性别身份认同的交互，构建印度教的权利关系体系，从而达到“洗白”印度教教派主义

的目的。
潘迪恩在印度教复兴主义动员中看到了婆罗门主义新战略的萌芽。① 这一新战略通过营造泰瓦

( Thevar) 等高种姓集团与纳达尔( Nadar) 等低种姓集团平等的方式，超越种姓区分的隔阂，搭建印度

教集团统一的平台，达到塑造穆斯林集团“他者”形象的目的。在巩固印度教集团团结的同时，他们

通过宗教仪式将宗教概念内化为民众认知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克里斯托弗·富勒认为，印度教宗

教组织的宗教宣传活动使印度教徒团结的概念深入泰米尔社会，从而使印度教特性运动内化为泰米

尔社会的一部分。他写道:“回顾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甘尼许节庆祝活动，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是其规模和发展速度，从钦奈的一个小小的公共事件发展到今天在泰米尔纳德邦各地庆祝的盛大公

共节日，几乎所有地区都可以感受到印度教徒阵线和同盟家族的存在。”②这些宗教活动不但吸引极

端印度教组织，而且一些温和的印度教集团和个人也参与其中，这说明印度教特性运动已经内化为

泰米尔纳德邦日常宗教生活的一部分。
印度教宗教活动的正常化和日常化，表明独立运动时期拉马斯瓦米倡导的自尊运动和后来的德

拉维达联盟的反宗教运动在泰米尔社会的影响几乎荡然无存。实际上，虽然经历了反婆罗门运动和

平民政治的洗礼，但泰米尔纳德邦的种姓矛盾和教派冲突依然存在。在促进多元主义和民主政治方

面，泰米尔纳德邦也没有显示出优越性，相反，近年来以领导人为中心的家族政治成为泰米尔纳德邦

地方政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泰米尔纳德邦虽然是最早启动现代化的邦之一，但它在继承社会改

革遗产上的作为并不比其他邦多。
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泰米尔纳德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斗

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拉马斯瓦米的激进社会改革运动。独立后，泰米尔

纳德邦的社会改革运动并没有得到继续发展，以语言和文化为工具的政治机会主义慢慢占据了泰米

尔政治和社会动员的舞台，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的复兴、种姓政党的兴起、低种姓与贱民集团的冲突

对泰米尔社会改革运动是致命的一击，种种发展迹象表明泰米尔纳德邦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失败。失

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以本地历史发展为基础，

逐步消除传统因素的消极影响，不能寄希望于一次性解决问题。拉马斯瓦米强调社会平等、个人主

动性与妇女权益，这些思想与现代社会理念高度一致，但在宗教色彩浓厚的印度显然过于超前，无法

解决积重难返的众多社会问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社会理想无法深入推进下去。其次，

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不能局限于概念上的输入，而应重视与概念相关的文化和社会建设。这其实就是

卡维拉吉所说的社会文化再生产问题。③ 印度现代化是英国殖民统治外部输入的结果，在缺乏内部

环境的条件下，殖民时期的知识分子力图重构印度政治文化基础，但由于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他们

始终无法脱离身份政治的束缚，这也造成印度政治文化建设始终无法突破身份政治的怪圈。最后，

关注印度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也就是弗兰克尔讨论的印度政府欲实现经济增长和

83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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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双重目标的问题。① 印度经济发展后并没有催生社会变革，相反经济发展的红利为传统社

会上层独揽，广大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民主政治也只是在传统社会要素基础上的表

象平等，无法彻底打破传统社会结构。对于传统包袱沉重的印度来说，打破传统思想对人的束缚比

民主政治更为重要。

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中的农村人口迁移问题
———以墨西哥为例

王文仙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拉美学界认为，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②虽然各个国家的国情具有很大差

异性，但由于共同的殖民地经历，在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方面，③体现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特点，④

也可以理解为一定的趋同性。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870—1930 年的初级产

品出口阶段、1930—1980 年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1980 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阶段。⑤ 现代化道

路拟解决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问题，其中农村人口迁移问题是现代化道路的聚焦点之一，

既反映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情况，又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国家整体发展的一个微缩

版。因此，分析农村人口的迁移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墨西哥是拉美主要国家，其现代化道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农村人口的迁移，有四个选择: 农村

内部不同村镇之间的迁移; 迁移到主要大城市，例如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等城市; 迁移到

北部边境城市; 国际迁移，主要是去往美国。影响农村人口迁移的因素很多，除了墨西哥经历的重大

社会动荡之外，农村的农业发展情况以及土地所有权的变化等都是重要的“推力”因素，而墨西哥的

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可忽略的美国因素则是重要的“拉力”因素。本文拟从农村人口迁移的视角探讨

墨西哥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分析造成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以此呈现现代化道路的特点，并希望

为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一点借鉴意义。

一、初级产品出口阶段的农村人口迁移

19 世纪初墨西哥政治独立以来，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动荡，社会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一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政局趋于稳定。此后，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墨西哥长达三十多年，期

间开启现代化之路，一般称为早期现代化，即墨西哥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受“科学派”影响，墨西哥

政府的目标是“秩序和进步”，提倡“少政治，多指导”，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独裁主义”的统治

模式。此时，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正在经历“物质技术基础是电与钢铁”⑥的第二次现代化大

9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弗朗辛·R. 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孙培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序言”，第 1 页。
参见林被甸:《拉丁美洲国家的早期工业化———外源性现代化道路实例研究》，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

研究》第 2 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35—254 页。
参见林被甸:《拉丁美洲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北京大学学报》1992 年第 6 期。
参见韩琦:《论拉丁美洲的现代化道路》，《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 5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3—91 页。
参见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40 页。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6 页。


